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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两周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由盛至衰的转型阶段，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从青铜器

分期断代、区系类型、铸造工艺、礼制、器主身份考证等方面入手，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

推进两周青铜器的研究，仍需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深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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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ou Dynasty is 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a bronzes history,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ation. 

Since 20th century, scholars from China and worldwide gain academic results in terms of stag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techniques, ceremonial meaning, user identity. However, to deeper research Zhou Dynasty 

bronzes, more work should be done on research objects, methods and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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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时代肇始于二里头文化，在春秋晚期

走向衰落，至少持续1500年之久。礼器是举行礼仪

活动时所使用的器物，是青铜器中最重要的部分。

自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兴起和青铜器出土

数量的增多，全世界学者对中国青铜器均给予了极

大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大量研究成

果。本文拟在对两周青铜器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

的基础上，归纳成果，总结不足，希望能够引起学

术界关于如何继续推进两周青铜器研究的思考。

一、西周青铜礼器研究综述

1. 分期断代研究

这是三代青铜器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运用考

据学、考古类型学等方法按照器物的组合、形制进

行分期断代，考证铭文对应的年代范围等。1924年

王国维在《王子婴次炉跋》中通过对新郑郑公大墓

出土铜炉铭文的分析，认为“新郑之墓当葬于鲁成

公十六年（前575年）鄢陵战役后，乃成公以下之坟

墓矣”[1]。1928年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著《两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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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创立了以铭文自书年代的器

物作为标准器的“标准器断代法”，并结合青铜器

器形、花纹、文字（包括文体和字体）为基础建立

了青铜器分期断代框架，将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分为

四期：滥觞期（相当于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

后期至西周昭、穆王）、开放期（西周恭、懿王至

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2]。

1929年吴其昌在《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中依据青铜

器铭文上的历法进行分期和断代研究，即“历朔断

代法”[3]。1936年瑞典学者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在《中国铜器上的殷周时代》中

提出要根据商周器铭内容的不同来区分商周铜器，

他将殷周时代青铜器分为殷、殷周、中周、淮式四

期[4]。1956年陈梦家对青铜器形制和纹饰进行类型

学分析，将西周青铜器划分为初中晚三期，即武王

至昭王为初期、穆王至夷王为中期，厉王至幽王为

晚期，并据铭文将332件青铜器归入具体所属周王的

时代范围内，对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做了重要发展[5]。 

1962年，日本学者樋口龙康在《西周铜器之研究》

中，以新出土的西周铜器为主要资料，根据铭文

的内在联系与器形的比较，将相类的器物集中在一

起，设定编年组，在同一组内依靠与中心器（实即

标准器）关系之远近来排列年代先后，将西周青铜

器分为初、中、后三期[6]。1965年郭宝钧将西安普渡

村铜器群作为西周中期的标准器，以周穆王为界，

将西周青铜器分为前后两期，指出前期风格为晚殷

铸造的延续，后期开始展现周人风格[7]。1962年唐兰

在《西周青铜器断代的“康宫”问题》系统阐述了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康宫”原则，认为“康宫”

是周康王的宗庙，凡是铭文中出现“康宫”字样的

器物，必制作于西周康王之后，这是西周青铜器断

代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论断[8]。1979年李学勤

在《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

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认为庄白1号窖

藏器物铭文包含了微氏家族四到七世的事迹，时代

从周昭王到周厉王，对西周青铜器断代具有标尺性

意义[9]。1982年杜廼松在《青铜器的分期与断代》

中，以周恭王为界将西周青铜器分为前后两期，指

出西周前期的铜器与商晚期一样厚重庄严，后期则

多注重记事铭文而不注意外表的装饰[10]。1983年容

庚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将商周铜器分为商、西

周前期、西周后期、春秋战国四期[11]。1986年唐兰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根据铭文将西

周的280件青铜器归属到西周武王到宣王的时代范围

内[12]。1999年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在《西周青

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选取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历

谱完备的352件器物，根据形制和纹饰分为早中晚三

期，即武王到昭王、穆王到夷王、厉王至幽王[13]。

2005年张懋镕在《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

中，对以前学者按照周王序列断代的方法进行了反

思，提出了西周铜器断代的新思路，他认为西周铜

器大致可分为器主以殷遗民为代表的商系统和以姬

周贵族为代表的周系统，商系统的基本特点是保

守，而周系统则是创新，从商系统向周系统转变的

完成在西周中期[14]。2009年朱凤瀚将西周青铜器分

为五期，武王至成王为第一期，康王至昭王为第二

期，穆王至共王为第三期，懿王至夷王为第四期，

厉王至幽王为第五期，认为第一期器形与殷代晚期

接近，纹饰华丽；二、三期器形向低矮发展，纹饰

注重素朴庄重之风；四、五期主要的食、酒器均在

形体上出现新的构造[15]。

2. 装饰纹样研究

纹饰和铭文不仅是对青铜器进行分期断代的

凭证，纹饰和铭文自身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该项

研究继承了宋代金石学和清代考据学的传统，通过

铭文判断墓主人身份，探讨纹饰的演变和意义等问

题。1936年高本汉利用语言学方法将殷周青铜器的

铭文和纹饰区分开来，他认为殷代青铜器铭文字数

少而含有人的名字，字形原始，器物装饰繁缛，饕

餮纹居多，而周代青铜器新的形式在公元前10世纪

中叶才开始出现，铭文字数多，器身纹饰抽象化而

不易辨识[16]。1957年英国学者康斯腾（Eleanor von 

Erdberg Consten）将青铜器纹饰分为鬼神、象征性

动物和抽象符号三类[17]。1981年张光直在《商周青

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认为商周青铜器的动物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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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形象[18]。1984

年刘敦愿在《青铜器装饰纹样的起源与母题研究》

中对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名称提出质疑，认为这种

纹样起源于人们对于兽类的深入观察与有关崇拜，

并以此用来避祸求福，应命名为兽面纹[19]。1984年

和1990年陈公柔、张长寿在《殷周青铜器上鸟纹的

断代研究》和《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

中分别对青铜器鸟纹和兽面纹进行了研究，认为青

铜器上的鸟纹出现于殷商时期，没落在西周中期以

后，青铜容器上的兽面纹可能出现于二里冈时期，

西周中期向窃曲纹转化并逐渐消失[20]。1990年英国

学者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认为西周中期

的青铜器最明显的变化是周式风格装饰艺术日益成

熟，各种类型的华丽鸟纹被装点在青铜器的突出位

置，兽面纹装饰逐渐衰退[21]。2005年杨晓能在《商

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中，认为

青铜器纹饰实际上是“泛神动物”崇拜的概括式图

像，商代青铜器装饰以动物纹样为主，西周时被抽

象肢解为几何图案，青铜礼器的功能由沟通上帝与

神灵和世人之间的媒介转换为社会等级的象征[22]。

3. 区系类型研究

区系是对青铜器分布区域的划分，类型是对

器物形制演变的探讨。1946年陈梦家在《中国铜器

概述》中将东周列国青铜器划分为东土、西土、南

土、北土、中土五系，试图探讨各系之间的文化系

统等因素[23]。1989年高崇文在《两周时期铜壶的形

态学研究》中认为西周时首先在宗周地区产生并流

行方壶和圆壶，东周时出现若干分支，地区性差异

逐渐形成[24]。2003年张懋镕在《两周青铜 研究》

中认为铜 流行在西周中晚期，是周人重食文化的

产物[25]。2004年高西省在《西周铜壶研究》中指出

西周青铜壶纹饰早期质朴晚期繁缛，该变化与其他

青铜礼器纹饰的变化风格正好相反[26]。

4. 铸造工艺研究

通过铸造工艺的研究，分析器物的文化属性、

技术来源，以及技术水平等问题。1933年日本梅原

末治在《柉禁的考古学的研究》中对宝鸡斗鸡台出

土的包括铜禁在内的一批青铜器从考古器型学的角

度进行分析，指出了这批器物在器型和制作手法上

的差异，指出这批器物年代非属同时，其聚合在一

起当有一个复杂的过程[27]。1935年瑞典学者卡尔贝

克（Orvar Karlbeck）对安阳出土的商代青铜器陶范

进行了物理、化学和可铸性考察，并模拟进行了块

范组合铸造的实验[28]。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学

者巴纳德（Noel Barnard）指出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

是由中国本土发展形成[29]。2014年苏荣誉《青铜工

艺与青铜风格、年代与产地——论商末周初的牛首

饰青铜四耳簋和出戟饰青铜器》认为宝鸡戴家湾、

石鼓山以及纸坊头青铜器中的一些特殊器物，其风

格和技术均属于商代南方风格的器物[30]。

5. 礼制和文化研究

通过青铜器组合探讨两周的青铜礼制，通过器

物形制和铭文解决两周历史问题，是继青铜器分期

断代研究之后又一热点问题。1978年俞伟超、高明

在《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中将文献材料与考

古出土器物相结合，厘清了文献如何与周代的用鼎

制度对应的问题，认为懿孝时期是西周礼制的重要

转折阶段，西周前期形成了完整的用鼎制度，懿、

孝以后进入到逐步破坏阶段[31]。1987年杨宽在《西

周史》中认为以奇数为等次的列鼎制度在西周初期

已经开始推行，西周中期得以确立，直到春秋战

国，贵族墓葬仍然长期流行列鼎制度[32]。1993年巫

鸿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

强调西周青铜器的主要意义不再是礼仪中与神明沟

通的工具，更多地成为展示生者现世荣耀和成就的

物证，这样的青铜器要求的是被“阅读”而不是被

“观看”[33]。2007年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中国早

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中通过对青铜器及铭文

的分析，认为周王室与地方封国之间的交流在西周

早期时有发生，但到西周中期则逐渐中断[34]。2010

年李峰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

家》 中，通过西周金文深入探讨西周政府的行政制

度及运行特点，认为周代是姓氏制度产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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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周中期开始，政府结构的区隔化以及政府运

行的系统化等一系列迹象开始清楚地显现出来[35]。

2015年高崇文在《江汉地区青铜礼制文化的发展与

传播》中指出，江汉地区在商时期就已经受到中原

商系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西周时期周系青铜礼制

文化成为该地区的主流[36]。2016年杨文胜在《中原

地区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中认为西周中

晚期乐器编钟仅随葬于诸侯级男性贵族墓葬中，春

秋中期作为卿大夫配偶的女性贵族也拥有了随葬乐器

的权利[37]。

二、东周青铜礼器研究综述

1. 区系类型研究

通过对青铜器形制、组合、造型等的分析，归

纳青铜器的文化属性、区域类型等问题，探讨不同

区域之间的技术文化传播与交流等问题。1981年高

明在《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中认为中

原地区的东周礼器组合各个阶段内有其固定内容，

且器形变化频繁，花纹变化迟缓[38]。1983年高崇文

在《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中认为春秋初期楚式鼎

吸收了中原和汉淮间诸国文化的特征，春秋中期形

成了较为独特的青铜文化体系[39]。2005年杨式昭在

《春秋楚系青铜器转型风格之研究》中认为郑公大

墓青铜器是以中原地区铜器风格为基础，加入了楚

文化的影响：如莲鹤方壶盖上的莲瓣是中原地区的

特点，壶顶的仙鹤是新加入的风格；蟠龙方壶承托

器身的吐舌兽足是楚文化的特征[40]。2012年张昌平

在《以曾侯乙墓为中心的曾国青铜器研究》中认为

曾国青铜器是通过对周式青铜器因素进行重组来完

成的，从春秋中期开始由周文化特征转为从属于楚

文化的特征[41]。2015年高崇文在《江汉地区青铜礼

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中认为，楚国青铜器到春秋

中期以后，逐渐形成楚系青铜文化体系，战国时期

楚系青铜器占据长江以南大部分区域[42]。

2. 身份考证研究

通过青铜器铭文考证器物主人或者墓主人身份，

在东周青铜礼器研究中比较普遍。如对新郑郑公大墓

出土的王子婴次铜炉铭文的研究，1924年王国维[43]、

1930年郭沫若[44]、1932年徐中舒[45]、1940年关百益[46]、

1965年郭宝钧[47]、1979年俞伟超[48]、2001年李学勤[49]

等认为“婴次”的身份有楚令尹婴齐、郑国国君子婴

等，而郑公大墓的墓主则存在郑子婴、郑厉公、郑成

公、郑简公、郑灵公、郑僖公六种可能。1956年郭沫

若[50]、陈梦家[51]等根据寿县蔡侯墓出土青铜器考证其

墓主有蔡声侯、蔡昭侯、蔡平侯和蔡成侯等。依据青

铜器铭文等信息，1980年张剑、赵世刚认为淅川下寺

楚墓M2的墓主为楚令尹子庚[52]；2004年曹桂岑认为

淅川和尚岭M1墓主为楚国高级贵族克黄，M2为其夫

人仲姬[53]。2012年张昌平认为曾侯乙墓青铜器刻铭显

示器主与原来铸造的器主并不一致，暗示这些青铜器

原来并非都是曾侯乙所有[54]。

3. 铸造技术和工艺研究

通过对器物自身留存痕迹的考察判断器物的

铸造技术，并由此探讨青铜器技术和工艺的成就。

1991年赵世刚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铸造工

艺》中认为下寺楚墓铜禁、铜盏、铜壶采用了失蜡

法，错金是春秋时期青铜工艺方面出现的新技术[55]。

2004年黄克映、李京华在《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

墓青铜器铸造技术》中通过对青铜器上遗留的痕迹

的观察判断青铜器的铸造方法，认为凡是带有耳、

钮、足及其他附件的青铜器，均采用器身与附件分

开的分铸法，再以铸接法、补铸法或焊接法将附件

组合到器身上[56]。2008年董亚巍等在《再探曾侯乙尊

盘的铸造工艺》中，认为曾侯乙墓尊盘并无失蜡法

铸造的任何痕迹，应是传统范铸工艺完成[57]。

4. 青铜礼器制度研究

尽管东周时期礼制走向崩坏，但青铜礼器制度

研究仍然是重点内容。1978—1979年俞伟超和高

明在《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认为周代各级贵族用

鼎制度是以升鼎，即正鼎为中心，镬鼎是贵族在祭

祀、宴飨时煮牲肉、鱼腊的炊具；西周前期就已经

形成了完整的用鼎制度，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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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先后遭受了三次

破坏，周代的用鼎制度在战国晚期走向了崩溃[58]。

1991年刘彬徽在《论东周时期用鼎制度中楚制与

周制的关系》中认为楚正鼎分为甲乙两型，甲型

鼎为在周鼎基础上的创新，以单件组合大小依次

递减；乙型鼎为楚地样式，以成对组合大小依次

递减；在诸侯王和卿级别的高级贵族墓里甲型正

鼎采用周制奇数列鼎[59]。2006年罗泰（Lother von 

Falkenhausen）在《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

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中认为春秋时期

楚系贵族墓拥有两套铜器组合，一套为表现地方风

格和形制特征“常规组合”，另一套为广泛分布于

周文化圈内、形制古老的“特殊组合”，前者在礼

仪中具有直接而实际的效用，后者的作用则可能主

要是象征性的[60]。2015年张闻捷在《楚国青铜礼器

制度研究》中认为楚国青铜礼制是周文化青铜礼制

的一个重要地方类型，铜鼎遵循“今、古式礼器”

兼用原则，“古式”是带扉棱附耳无盖鼎，“今式”是

三环钮盖深腹蹄足鼎[61]。2016年吴十洲在《两周礼

器制度研究》中认为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国礼器制度

的“僭越”现象，实际上是各诸侯国内形成的新的

礼器制度[62]。

三、小结

总的看来，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青铜器分期断

代、区系类型、铸造工艺、礼制、器主身份考证等

议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两周青铜器及其

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然存在诸多

需要解决的问题，兹简要概括如下：第一，从研究

对象来看，相较于西周青铜礼器，东周青铜礼器的

研究还相对薄弱；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宏观研

究较多，以具体个案入手的微观研究成果较少；第

三，从研究思路来看，青铜器与历史结合的研究还

很不足，通过青铜礼器揭示器物与器主乃至历史事

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亟须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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